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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中国疆土辽阔，区域协调发展不仅是解决发展

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内在要求，更是构建新发展格

局的重要途径。党的十九大报告将“区域协调发展”

列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内容，提出“建立更

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改革开放以来，东

部沿海地区快速发展，中国区域差距出现了持续扩

大的趋势。在此背景下，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

了“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此后，各类资源开始向中

西部地区引导和倾斜，其中就包含本文所着重关注

的建设用地指标。

中国一直实施严格的建设用地指标管理，形成

了“以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为约束，以年度土地利用计

划、基本农田保护为主要内容”的管理体系，其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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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点是土地供给的计划指标管理。2004年后，中央

进一步强化土地的宏观调控①，建设用地指标成为国

家支持落后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如图 1(a)所
示，2003-2017年，在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引导下，东

部省份与中西部省份的城镇建设用地供给占比发生

了相反的趋势变化。2003年，东部省份的土地供给

占全国的65％，随后逐年递减，到2017年仅占1/3的
水平；中部、西部省份的土地供给占比分别从2003年
的20％和15％一路攀升，其中，西部省份的土地供给

占比于 2014年达到 40％。在建设用地指标和财政

转移支付②的持续倾斜下，中国区域间的总量差距出

现缩小趋势。如图1(b)所示，2004年为拐点，中国东

部、中部、西部省份GDP占比存在着截然不同的变动

趋势。2004年之前，东部省份快速发展，其GDP占

比不断攀升，而中部、西部省份GDP占比则持续下

降；2004年之后，趋势出现反转，东部省份GDP占比

从59.5％的顶峰降至2019年的54.5％，而中部、西部

省份GDP占比则持续上升，其中，西部省份上升尤为

明显，从 17％升至 2019年的 21％。可以说，从区域

经济总量看，偏向中西部地区的土地配置方式取得

了明显成效，促进了中西部地区发展，缩小了经济总

量差距。

然而，偏向中西部的土地配置也可能导致其他

负面影响。一是抑制了整体资源配置效率。陆铭和

向宽虎(2014)发现，中国整体TFP增速不断提高的趋

势在 2003年后停止了，原因主要是在政策向中西部

倾斜时东部地区发展受到了限制。陆铭等(2019)基
于城市距港口距离和GDP的关系，发现2003年后更

多的土地资源被配置在了人口流出的地区以及投资

对GDP拉动力较低的地区。二是导致了区域间房价

的分化。韩立彬和陆铭(2018)研究了2003年后土地

供给倾向中西部地区的政策转变对城市房价的影

响，发现 2004-2013年土地供给相对收紧城市的房

价比相对放松城市的房价高出 10.6％，从而证明土

地在空间上的供需错配是导致区域间房价分化的根

源。三是通过房价等渠道间接抑制了劳动力流动并

抬高了东部地区的劳动力成本(陆铭等，2015；张莉

等，2017)，高企的用地和用工成本最终也对中国的

产业布局产生了影响③。

当前，“优化国土空间布局”仍是非常重要的课

题，这一重点任务被写入了“‘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
远景目标”中。那么，怎样的土地配置方式最能提高

总体效率?怎样的土地配置方式最能缩小区域差距?
如何客观准确地评价中国过去土地配置的影响?未
来优化国土空间布局的具体路径是什么?要回答这

些问题，至少面临两方面困难：一方面，如果同时对

区域间土地配置、劳动力流动、产品贸易、房价等诸

多因素的内生互动关系进行研究，至少需要一个全

面刻画区域经济的一般均衡分析框架；另一方面，如

果对不同情况和不同政策的潜在影响效果进行讨论

和测算，同样需要一个易于展开“反事实实验”的可

操作框架。然而，既有文献大多基于简化型的实证

图1 土地配置与区域差距
资料来源：历年《国土资源年鉴》、国家统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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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难以满足上述研究需要。基于此，本文借助量

化空间模型(Quantitative Spatial Models，QSM)展开研

究，这一框架基于 Eaton and Kortum(2002)的贸易模

型，由Desmet and Rossi-Hansberg(2013)、Ahlfeldt et al.
(2015)、Redding(2016)等不断完善并推广至一般的贸

易和区域研究中。

本文在标准量化空间模型中，引入了新增建设

用地指标在不同区域间的配置，并将土地用途分为

住宅和工商业用地。每个区域由一个省份代表，同

时将世界其他国家地区也当作一个区域。除了土地

的区域间配置外，模型中还存在着区域间劳动力流

动和商品贸易的一般均衡效应。基于全国人口普

查、地区投入产出表等地区结构数据，本文对模型进

行了校准。模型模拟了 2002-2012年全国各省份的

房价变动，发现十年来东部地区的房价增速明显快

于中西部地区，再现了Fang et al.(2016)、韩立彬和陆

铭(2018)等强调的房价分化事实，同时肯定了本文框

架的解释力度。

本文考察了不同的土地配置策略。研究发现，

向东部发达省份配置更多的土地是最有效率的方

式，既能提高总体GDP又能提高国民总福利，同时可

以抑制东部城市的房价，但这一土地配置方式不可

避免地扩大了区域间人均收入差距；而向中西部落

后省份配置更多土地是更加公平的方式，能够明显

缩小区域间的人均收入差距，却难以显著提高GDP
和总福利，同时放大了区域间房价分化趋势。因此，

在土地的空间配置中，天然存在“效率”和“公平”的

权衡问题。本文继而对现实中中国的土地配置方式

展开了研究，将现实情况与平均分配、最大化GDP分

配、最小化区域差距分配等方式进行对比，发现现实

中在土地配置的“效率”和“公平”上找到了一个良好

的平衡点，既实现了GDP和总福利的显著提升，又明

显缩小了区域的人均收入差距。

本文认为，区域的均衡发展无法仅靠调整土地

配置实现，需要进一步结合“新发展格局”的政策内

涵。“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的新发展

格局”的核心，在于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等环节更

多依托国内市场，形成国民经济良性循环。这一概

念的背后至少包含两个内涵：一是生产要素的配置

优化；二是产品和服务的流通。一方面，在生产要素

的配置优化上，本文提出“土地配置与户籍制度改革

结合”的政策建议。基于政策模拟，本文发现东部发

达省份放松人口流入的管制后，对提高总体GDP和

缩小区域间人均收入差距作用明显。因而，同时将

人口与土地向东部地区引导，可以实现“效率”“公

平”和“抑制房价”等多重目标。另一方面，在产品和

服务的流通上，本文提出“畅通国内贸易”的政策建

议。基于政策模拟，本文发现降低国内贸易成本后，

同样能够实现多重目标，且其效果远高于降低对外

贸易成本(尤其是促进出口)后带来的效果。这表明，

实现双循环格局应以扩大内需和国内大循环作为战

略基点。综上，本文认为，实现区域均衡发展和新发

展格局，应加强顶层设计和政策统筹，从优化国土空

间布局、户籍制度改革、推进国内大市场等多方面共

同发力。

与本文相关，且采用量化空间模型的文献包括：

Tombe and Zhu(2019)、Hao et al.(2020)，将量化空间模

型用于分析中国经济发展和结构转换过程中劳动力

流动、国内贸易等因素的影响。这一框架尚未在国

内学术界得到普遍应用，为数不多的国内文献主要

以探讨人口迁移与城市规模为主，如潘士远等(2018)
等。刘修岩和李松林(2017)进一步深入探讨了房价

在人口迁移与城市规模中的影响。王丽莉和乔雪

(2020)从城市、农村农业和农村非农业三个部门探讨

了人口迁移与城市规模的影响。少数文献在量化空

间模型中考虑了土地的作用，Tombe and Zhu(2019)在
一个反事实实验中考虑了流动人口对户籍所在地的

土地是否享有收益权带来的影响，段巍等(2020a)测
算了土地供给扩张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段

巍等(2020b)与本文的视角较为相似，同样探讨了土

地和劳动力的空间配置，但该文重点在于探讨省会

等中心城市的首位程度对区域经济的影响，着眼于

城市规模分布。而本文则基于省级层面的量化空间

模型，引入土地空间配置结构、劳动力流动和省际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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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从东部、中部、西部的大区域视角出发，探讨了促

进经济增长、提高居民福利、改善收入分配和房价分

化等多个政策目标的可行路径。

二、模型设定

本文的空间一般均衡模型基于Eaton and Kortum
(2002)、Ahlfeldt et al.(2015)、Redding(2016)、Tombe
and Zhu(2019)等文献的标准框架，并引入了对不同

地区住宅用地、工商业用地的供给和使用，以及基于

税收、卖地收入和转移支付收入的地方财政与支

出。整个经济由M+1个地区组成，包含中国的M个

省份，此外，将世界其余经济体看成一个整体地区，

不同地区分别由 j∈｛1，…，M+1｝标记。整个经济体

内共有N单位劳动力，劳动力由 i∈｛1，…，N｝标记。

每个劳动力具有原有的户籍地，同时每个劳动力对

不同地区有异质性的偏好，劳动力可以根据个人偏

好、收入、房价等综合决定自己的工作居住地。不同

地区间具有各类企业，由于企业具有异质性的生产

率，各地的企业产品可以相互贸易，同时面临不同的

贸易成本。中央政府将城镇建设用地指标和转移支

付配置到不同地区，地方政府将土地按照住宅用途

和工商业用地进行出让获取土地出让收入，并连同

税收和中央转移支付共同形成地方财政收入，以支

持当地的公共支出。

1.劳动力偏好

假设劳动力可以选择在中国国内不同地区定居

和工作，但中国和世界其他地区的劳动力不可以互

相流动。劳动力 i在地区 j的效用依赖于最终品的消

费 cij、住房的享用 hij以及分配到的人均公共服务水

平gj，其效用函数形式为柯布—道格拉斯函数，即：

Uij=εijgj
ϕh( cij

β )β( hij
1 - β )1-β (1)

其中，β∈(0，1)衡量一般消费品在家庭效用中的

重要程度，ϕh∈(0，1)衡量公共服务对居民效用的提升

效果，εij表示劳动力 i对地区 j的个体性偏好。假设

εij服从对任意 i和 j都独立且相同的Fréchet分布，即

Fε(x)=exp(-x-κ)，参数κ＞0代表分布的离散程度，影响

劳动力流动。正是由于 εij分布的存在，才使得劳动

力不会被完全吸引到高工资(低房价)的地区。令wj、

τj、pj、qjh分别表示地区 j的工资水平、工资税率、消费

价格水平、房价，则劳动力 i在地区 j的预算约束为：

pjcij+qjhhij≤(1-τj)wj (2)
易证明家庭消费支出和住房支出均为工资收入

的固定比例：

pjcij=β(1-τj)wj (3)
qjhhij=(1-β)(1-τj)wj (4)
可以看到，给定某一个地区的工资、税率、房价、

物价水平，任意一个居民在一般消费品和住房上的

消费比例都是固定的，分别为β和1-β。
令地区 j的劳动力总量为Nj，住宅用地总量为

Ljh，公共支出水平为Gj，因此人均住房和人均公共服

务水平可表示为：

hij= Lh
j

Nj
，gj= Gj

(Nj)χ (5)
其中，由于公共品在不同居民使用时不存在绝

对的排他性，因此，令 χ∈(0，1]表示公共品分配对拥

挤程度的反应弹性④。

最后，令Vj表示劳动力在地区 j的平均间接效

用，即：

Vj=gj
ϕh (1 - τj)wj
(pj)β(qh

j )1 - β =Gj
ϕh (1 - τj)1 -β(wj)β(Nj)β - 1 -ϕhχ(Lh

j )1 - β

(1 - β)1-β(pj)β
(6)

所谓平均间接效用，可以认为是消除了个体偏

好 εij后的间接效用。可以看到，某一地区居民平均

效用的高低不仅依赖于当地的工资水平、税率、物

价、房价，还依赖于当地的公共服务供给、住宅用地

供给、人口拥挤程度。基于式(6)，个体的间接效用函

数可表示为 εijVj，下文将基于此，求解每个劳动力的

居住地选择问题。

2.劳动力的迁移

由于中国户籍制度，参考Tombe and Zhu(2019)，
假设地区 j原本有Nj的户籍人口，而劳动力的流动使

得地区 j的劳动力总量为Nj，因此，全国户籍人口和

总居民数应当相等，即N=jNj=jNj。定义mkj为户

籍在地区 k的人口迁移到地区 j的比例，因此，必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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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关系：

jmkj=1，kmkjNk=Nj (7)
户籍制度的存在使得劳动力迁移面临额外的成

本，假设户籍在地区k的劳动力迁移至地区 j，将导致

(1-μkj)∈[0，1]比例的效用损失。μkj越小，劳动力迁移

的效用损失就越大，因此可以将劳动力迁移成本定

义为1/μkj。假设劳动力在户籍所在地工作和生活不

面临成本，即μkk=1，∀k。同时假设劳动力无法在中

国与世界其他经济体之间进行迁移，因此，μk，M+1=0，
μM+1，k=0，∀k。

劳动力选择工作居住地，使得其在当地获得的

效用大于其在其他地区获得的效用。即，户籍地为

地区 k的劳动力 i将对比不同区域带来的间接效用

μkjεijVj，从中挑选最大的区域作为自己的工作居住

地。在大数定律下，户籍在地区 k人口迁移到地区 j
的比例mkj应等于某一个户籍在地区k的劳动力迁移

到地区 j的概率，因此比例mkj应表示为：

mkj=Pr(εijμkjVj≥maxj′｛εij′μkj′Vj′｝) (8)
可以证明，当εij服从参数为κ的Fréchet分布时，

mkj可表示为如下表达式：

mkj= (μkjVj)κ
∑j′(μkj′Vj′)κ (9)

从上式可以看出，决定人口分布的不仅是区域

带来的效用Vj和人口迁移成本μkj，个体偏好的分布

形状也起到了关键作用。κ越大，居民的迁移弹性就

越大，劳动力流动就越充分，反之当κ趋近于0时，居

民完全不愿意从户籍地迁出，也完全不存在区域间

人口流动。

3.中间品与最终品生产

假设存在无穷种中间品，每种中间品用 0—1上
的连续实数v∈[0，1]来标记。这些中间品在不同地区

均有企业进行生产，地区 j生产的中间品 v的产量为

yvj，生产函数为：

yvj=zvjTj(Gj) ϕp(Nvj)1-α(Lpvj)α (10)
其中，Nvj和Lpvj分别表示地区 j中间品 v使用的劳

动和工商业用地；α∈(0，1)表示工商业用地的产出弹

性，ϕp∈(0，1)表示公共服务(或基础设施)对生产的外

部性；Tj表示地区 j的总体生产率，zvj表示地区 j中间

品 v的异质性生产率。假设 zvj服从对任意 v和 j都独

立且相同的 Fréchet分布，Fz(x)=exp(-x-θ)，其中，参数

θ＞0代表分布的离散程度。

中间品企业以工资wj支付劳动报酬，以价格 qjh

购买工业用地使用权，同时假设企业面临 tj的营业税

率。因此，经过最优化推导，地区 j中1单位中间品 v
产出的最小成本为：

xj

(1 - tj)zvjTj(Gj)ϕp
(11)

其中，xj表示1单位中间品产出对应的要素投入

成本，即：

xj= (wj)1 -α(qp
j )α

(1 - α)1-ααα (12)
可以看到，企业生产带来的单位成本，依赖于要

素价格wj和 qjp，依赖于生产率Tj和 zvj，还依赖于地区

税率 tj和公共基础设施水平Gj。

地区 j生产的最终品Yj，由不同种类v∈[0，1]的中

间品基于CES函数复合而成，即：

Yj= [∫v(φvj)σ- 1σ dv] σσ- 1 (13)
其中，φvj为地区 j生产最终品Yj时对中间品 v的

投入，σ＞1为中间品的替代弹性。令 pvj表示地区 j
生产最终品时中间品 v的单位价格，pj表示地区 j最
终品价格。基于最终品生产的最优化过程，可推导

出中间品需求和最终品产出的关系φvj=(pvj/pj)-σYj，以

及地区 j物价水平与中间品价格的关系。

pj= [∫v(pvj)1 - σdv] 11 -σ (14)
需要强调的是，地区 j的最终品生产中，对最终

品 φvj的需求并不一定全部来自地区 j的中间品产

出 yvj，而是可以通过地区间中间品贸易使用其他地

区的中间品。因而中间品投入的价格 pvj是φvj的价

格，并不一定是中间品产出yvj的价格。

4.地区间的中间品贸易

尽管每个地区都能够生产全部种类的中间品，

但如果其他地区的中间品更加便宜时，在最终品的

生产中可以使用其他地区的中间品，因此不同地区

间可以进行中间品贸易。假设地区k的中间品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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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地区 j，需要支付运输成本，该成本以冰山成本形

式体现，为中间品生产成本的γkj倍(γkj≥1)。因此，地

区 j使用地区k的中间品面临的单位成本为：

γkjxk

(1 - tk)zvkTk(Gk)ϕp
(15)

假设使用当地生产的中间品不需要运输成本，

则γkk=1，∀k。地区 j最终品生产过程中，面临各个区

域供给的中间品v，应选取最便宜的。因此，地区 j采
购的中间品v价格应表示为：

pvj=mink
ì
í
î

ü
ý
þ

γkjxk

(1 - tk)zvkTk(Gk)ϕp
，∀k (16)

当 zvk服从参数为θ的Fréchet分布时，地区 j的最

终品价格(或物价水平)可表示为：

pj= é
ë

ù
û

Γ(1 + 1 - σθ )
11-σì
í
î

ï

ï

ü
ý
þ

ï

ï
∑k

é

ë
êê

ù

û
úú

γkjxk

(1 - tk)Tk(Gk)ϕp

-θ -1
θ

(17)

其中，Γ(·)为标准Gamma函数。

令Xj表示地区 j对所有中间品的总支出，Xkj表示

地区 j对地区k中间品的支出。定义πkj为地区 j采购

地区k中间品的贸易份额。当每个地区不同中间品

产业数目足够多时，在大数定律下，贸易份额πkj应当

等于某一区域中间品价格小于其他区域的概率。因

此，πkj服从：

πkj = Xkj
Xj

= Prìí
î

ï

ï

ü
ý
þ

ï

ï

γkjxk

(1 - tk)zvkTk(Gk)ϕp
≤mink′

æ

è
çç

ö

ø
÷÷

γk′jxk′

(1 - tk′)zvk′Tk′(Gk′)ϕp

(18)
可以证明，当 zvk服从参数为θ的Fréchet分布时，

贸易份额πkj可表示为：

πkj= λkj
∑k′λk′j

，λkj= é

ë
êê

ù

û
úú

γkjxk

(1 - tk)Tk(Gk)ϕp

-θ
(19)

可以看到，地区 j采购地区 k中间品的贸易份

额，主要依赖于中间品价格的相对比例，而中间品价

格则依赖于贸易成本和原产地的单位成本。基于Xkj

的定义，地区 j的中间品总销售额应表示为kXjk，因

此，地区 j中间品支付的劳动总报酬以及工业用地成

本分别为：

wjNj=(1-α)(1-tj)kXjk (20)

qjpLjp=α(1-tj)kXjk (21)
5.土地供给与政府行为

中央政府向地区 j提供两种资源：一是财政转移

支付 TSj；二是审批城镇建设用地指标 Lj。假设中

央政府提供的转移支付是各地产出的固定比例TSj=
sjkXjk，其中，不同的比例 sj衡量了中央政府对不同

省份的财政帮扶强度。地区 j的地方政府基于总量

为Lj的土地总量，将土地使用权出让给住宅用途Ljh

或工商业生产用途Ljp，并满足：

Ljh+Ljp=Lj (22)
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包含三个方面：一是其保

留一半的税收收入(另一半上缴中央)；二是土地使用

权的出让收入；三是来自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收

入。财政收入全部用于公共支出(或基础设施建设)
Gj。综上所述，地方政府的预算约束可表示为：

pjGj=(τjwjNj+tjkXjk)/2+qjhLjh+qjpLjp+TSj (23)
参考段巍等 (2020a)，引入地方政府的目标函

数。假设地区 j的地方政府同时关心辖区内的实际

GDP和居民总福利：

max
Gj,Lp

j ,Lhj
(GDPj)ξj(Nj∫εij

UijdFε)1 - ξj (24)
其中，ξj∈[0，1]代表实际GDP在地方政府目标函

数中的权重，即地方政府对实际GDP的重视程度。

由于模型中最终品部门完全竞争不创造增加值，因

此，实际 GDP等于中间品的实际销售额之和，即：

GDPj=kXjk/pj。

作为当地经济的管理者，地方政府并不是一个

如居民或企业一样的简单的竞争性部门，因此，需要

首先对地方政府的能力范围作出清晰的定义。一方

面，地方政府是当地土地市场的垄断者，其知晓居民

对住宅用地的需求函数式(4)和企业对工商业用地的

需求函数式(21)。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具备公司化特

征，深入地参与到了企业生产决策中，其知晓企业的

最优生产决策。然而，地方政府无法像中央政府一

样具有全局的影响力，例如，单个地方政府无法影响

区域间的产品和要素的流动，因此，会将当地常住人

口数Nj和价格水平 pj视为给定。求解地方政府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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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⑤，可得地方政府在工业和住宅两类用途的土地配

置比例：

Lp
j

Lh
j
= αξj + αϕh(1 - ξj)
(1 - ϕp)(1 - β)(1 - ξj) (25)

上式的含义非常简单直观：①比例随着 ξj递增，

即当GDP在地方政府目标函数的权重越大时，地方

政府会供应越多的工业用地；②比例随着ϕp和ϕh递

增，即当公共支出对产出和居民效用的作用越强时，

地方政府越有动机提高公共支出，而公共支出是以

当地产出和财政收入为支撑的，因此地方政府会提高

工业用地的供给；③α为工业用地的产出弹性，(1-β)
为家庭对住房的偏好程度，上述比例随着α和β的变

化也符合经济学含义。

6.市场出清

为了令模型封闭，本模型还需如下市场出清条

件和均衡条件。首先，地区 j的劳动力出清和工业用

地出清：

∫vNvj = Nj, ∫vLp
vj = Lp

j (26)
其次，地区 j的最终品市场出清：

cjNj+Gj=Yj (27)
又因为最终品企业是完全竞争的，没有利润，因

此有如下条件存在：

pjcjNj+pjGj=Xj (28)
中间品市场同样应当实现出清，但由于本文不

考虑某一地区某一类中间品的绝对产量，因此不必

将其列在均衡系统中。

三、数据、参数校准与模型求解

1.数据与校准

本文将需要校准的参数分为两类：一是对所有

区域都相同的共有参数；二是对区域间并不相同的

独有结构性参数。本文使用的现实数据如下：①针

对人口流动的数据，使用了 2000年、2010年全国人

口普查结果，其中，“现住地人口中的户口登记地”相

关表格汇报了不同户籍所在地和不同现居住地对

应的人口数量，由此得到了人口迁移比例矩阵mkj。

②针对国内外贸易的数据，使用了李善同(2018)编制

的地区投入产出表，包含2002年、2007年、2012年省

份之间、各省份与国(境)外的投入产出关系，由此得

到了区域间贸易份额矩阵πkj。该数据在 2002年、

2007年缺乏西藏的地区投入产出数据，因此如Tombe
and Zhu(2019)一样，本文在校准和量化测算中将西

藏数据剔除。③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各省份历年人均

可支配收入及CPI价格指数。④财政部公布的各省

份历年财政决算表中，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及接受中

央补助收入。⑤原国土资源部和历年《国土资源年

鉴》披露的各省份建设用地面积(居民及工矿)，及不

同用途土地供给面积。⑥由于国(境)外在模型中也

属于一个区域，因此，对上述数据也补充国(境)外相

关变量，主要数据来源是Penn World Table和世界银

行数据库。

对于第一类区域共有参数的校准，主要来自宏

观总体数据和经典文献。依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劳

动报酬占GDP比例，劳动的产出弹性应为0.48；综合

参考Tombe and Zhu(2019)和赵扶扬等(2017)，土地的

产出弹性为0.1；由于本文模型中的产出是不包含实

物资本的劳动和土地带来的增加值，因此需要在规

模报酬不变的假设下对劳动和土地的产出弹性重新

标准化，得到的参数α为 0.1724。公共支出外部性

ϕh和ϕp，在文献中的取值较为多样，Aschauer(1989)
估得取值均为 0.24，Leeper et al.(2010)分别取 0.1和

0.05，Baxter and King(1993)均取0.05，赵扶扬等(2017)
估得中国取值均为0.0739，综合考虑，本文令两个参

数均为 0.1。依据国家统计局住户调查中非住房支

出所占比例，如 Tombe and Zhu(2019)一样，本文取β
为 0.87。令公共品分配对拥挤程度的反应弹性χ为

0.5，经检验，这一参数的取值大小对本文的核心结论

没有影响。在量化空间模型的特殊求解方式下，中

间品的替代弹性σ取值完全不影响结果。最后，参

考Tombe and Zhu(2019)，对劳动力迁移弹性κ和区域

间贸易弹性θ分别取1.5和4。
对于第二类区域间并不相同的独有结构性参

数，则主要依靠区域结构数据校准。省际贸易成本

γkj由区域间贸易份额反解而得。人口迁移成本μkj由

人口流动比例、各省份实际收入数据共同反解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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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劳动收入税率 τj和企业营业税率 tj由各省份一

般公共预算收入(不含上缴中央部分)、GDP、劳动收

入算出。各省份接受转移支付的数目 TSj对应现实

中地方政府接受中央补助收入得到，进而计算转移

支付占GDP的比例 sj。由各省份历年建设用地面积

(居民及工矿)得到各地土地面积 Lj。由各省份不同

用途土地供给面积得到地方政府在工业和住宅两类

用途的土地配置比例Ljp/Ljh，进而可以通过式(5)反解

得到各地地方政府目标函数中的权重参数 ξj。在量

化空间模型的特殊求解方式下，各省份的总体生产

率取值Tj并不影响本文的分析结果。

2.模型求解

在模型的求解中，由于涉及多个地区，均衡系统

存在大量非线性方程，因此将全部变量一一求解并

不现实。在量化空间模型中，常用的做法是考察外

生变量(参数)的百分比变化将带来多少内生变量的

百分比变化。将某一变量 x转换为 x̂=Δx/x后，均衡

系统的求解将大为简化。本文主要讨论的也是外生

变量变化后，会给关键变量带来多少的百分比变化。

本文着重关注两个反映宏观总体效率的变量，

即实际GDP和居民总福利，以及两个反映区域差异

的变量，即区域间人均收入差距和房价分化程度。⑥

这些关键变量的选取依据来自“高质量发展”的内

涵，即中国的发展不仅应当关注总量的发展(实际

GDP的高低)，更应当关注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居
民总福利、房价)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区域间人均收

入差距)之间的矛盾。实际GDP为各省份名义GDP
除以各省份价格指数后求和：

GDP=∑M
j= 1

∑kXjk
(pj)β(qh

j )1 - β (29)
其中，各省份价格指数为居民的总体生活成本，

即消费品价格和房价的复合(pj)β(qjh)1-β。⑦总福利是

由户籍人口加权得到的总效用：

Wel=∑M
k=1[

-Nk
∑M

k′= 1
-Nk′
∫imaxj｛εijμkjVj｝di] (30)

其中，maxj｛εijμkjVj｝为户籍在地区k的个体 j在最

优选择工作居住地后的最大效用。人均收入差距是

全国居民实际收入的Gini系数，由于模型中同一省

份内的居民收入相同，因此Gini系数本质上度量了

区域间人均收入差距。在计算Gini系数之前，首先，

对各省份实际人均收入wj/pj从低到高进行排序，令

s∈｛1，…，M｝表示排序序号；其次，用Cums表示前 s位
省份的累计收入占比，即：

Cums=∑s
u= 1wuNu/pu

∑M
u=1wuNu/pu

(31)
因此，Gini系数可表示为：

Gini=1-Cum1
N1

∑M
s′ = 1Ns′

-∑M
s= 2 (Cums-1+Cums) Ns

∑M
s′ = 1Ns′

(32)
此外，区域间房价分化程度为不同省份间房价

的变异系数(标准差除以均值)。
四、土地配置分析

基于对 2002-2012年数据的匹配，本文首先通

过均衡房价的角度观察了模型对现实的解释力。研

究发现，十年间东部省份与中西部省份的房价出现

了明显的分化，前者房价增长高达 110％，而后者房

价增长仅为80％。区域间土地配置是房价分化的重

要原因(陆铭等，2015；韩立彬和陆铭，2018)；此外，在

一般均衡的框架下，房价分化还受到人口流动和区

域间生产率差异的影响。⑧可以说，从房价分化的角

度，本文较好地模拟了中国的区域分化事实，校准后

的模型框架具备良好的现实适应性，这为本文的量

化测算奠定了基础。

受数据可得性的限制，本文无法对 2012年后的

均衡进行全局刻画。因此，在下面的分析中，本文遵循

Desmet and Rossi-Hansberg(2013)、刘修岩和李松林

(2017)、Tombe and Zhu(2019)等经典QSM框架的做法，

基于2012年的均衡进行反事实分析(Counterfactual)，
考察外生变量如何带来内生变量的百分比变动。

1.土地给谁更有效：一个初步的观察

本文关注的核心问题是不同土地空间配置方式

对宏观经济和区域差距的影响。在对真实土地配置

和最优土地配置进行评估之前，本文首先通过一组

简单的反事实分析进行初步观察。即各省份分别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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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相同的土地后，带来的全国GDP、总福利及区域间

人均收入差距等指标的百分比变化。图2展示了不

同省份分别增加一千公顷建设用地面积后的影响。

图2(a)—(c)对应着不同的衡量指标，表示不同省份分

别获得一千公顷建设用地后对该指标的影响，省份

排序是按照对不同指标影响大小降序排列的。

从图 2可以看到，对于绝大多数省份，建设用地

面积增加都能带来全国GDP和总福利的上升，但对

区域间人均收入差距的影响有正有负。在对具体省

份的观察中，本文发现东部发达省份建设用地面积

的扩张，包括上海、北京、浙江、广东、福建、天津、江

苏等，对全国GDP和总福利的促进作用是最明显的，

却会导致区域间人均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与此同

时，对中西部省份增加建设用地面积，可以明显缓解

区域间人均收入差距，但对全国GDP和总福利的提

升作用却微乎其微。⑨

图 2揭示了公共管理中最常见的“效率”与“公

平”两难问题。从提高效率的角度看，应向东部发达

省份配置更多的土地，而从保证公平的角度看，应向

中西部落后省份配置更多土地。那么，中国现实中

土地区域间配置的真实影响如何，与最优的土地配

置相比在“效率”与“公平”方面有何得失，仍需进一

步研究。

2.现实土地供给的效率研究：2013-2017年

本文在图 2分别给各省份“凭空”提供了等量的

新增土地，这种模拟可以用于直观的比较和理解，但

其得到的具体数值却不具备任何定量含义。准确可

信的定量分析，应当是给定现实中的土地供给总量，

对不同的土地区域配置结构下的均衡进行测算。

本文拟基于 2012年的均衡，在给定 2013-2017
年新增的土地总量下，对不同的土地配置结构进行

研究和对比。表1展示了现实中土地配置的测算结

果，并提供了平均分配和最优分配的反事实测算结

果。各种分配方式都基于相同的 2013-2017全国

新增建设用地总面积。平均分配分为两种方式：

一种为按照等面积均匀分配；另一种以各省份原

图2 各省份分别增加等量土地后的经济影响
注：基于2012年的均衡，各省份分别增加1单位面积的土地，按影响大小在图中降序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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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城镇面积为基准，令各省份新增面积比例相

同。最优分配分为三种，分别以最大化GDP、最大

化总福利、最小化区域人均收入差距为最优分配目

标进行土地配置。

可以看到，2013-2017年，现实中明确偏向中西

部地区的土地供给，对总产出和总福利存在明显

的提升，分别为 2.31％和 2.57％。同时这段时间的

土地供给缩小了区域间人均收入差距(-0.73％)，这
恰是中国区域均衡发展战略的初衷，也是偏向中

西部地区土地供给的目标。此外，由于房价较高

的东部地区新增土地较少，而房价较低的中西部

地区新增土地较多，导致区域间房价分化程度加剧

(+1.23％)。
与平均分配和最优分配的对比中，本文得以更全

面对2013-2017年真实的土地配置展开分析：①真实

情况对GDP和总福利的提升效果，基本达到了等比

例分配的水平，但比等比例分配对区域人均收入差

距的改善效果更好，此外，真实情况比等比例分配导

致了更强的区域房价分化；②与等面积分配、最大化

GDP和最大化总福利分配相比，真实情况尽管存在

效率损失，对提升GDP和总福利效果较小，且导致更

强的区域房价分化，但在缩小区域人均收入差距方

面具有更好的作用；③与最小化区域人均收入差距

的分配相比，真实情况对提高GDP和总福利的效果

较强，且对房价分化的作用较弱。

综上所述，现实中 2013-2017年的土地配置，在

“效率”和“公平”之间找到了一个良好的平衡点，既

实现了GDP和总福利的可观提升，又明显缩小了区

域间人均收入差距。这是中国在国土资源利用中取

得的巨大成就，在人口流动受限、国内统一大市场尚

未实现的情况下，中国的土地空间配置兼顾了多方

考虑。一直以来，偏向中西部地区的土地供给方式

饱受学术界争议，但未有任何研究能够在一般均衡

中展开客观和精准的量化评估，本文为此提供了新

的认知。

3.最优土地配置：逻辑与特征

通过对图2的直观观察，如果以追求总产出和总

福利为目标，应对东部发达省份配置更多的土地，但

这并没有说明应该对东部哪些省份配置多少土地，

是否对中西部省份不配置任何土地，以及这些配置

对各个地区房价的影响如何。因此，本文对最优土

地配置的逻辑和特征展开分析。

定义最优土地配置的目标函数。不同的评判标

准下，可以设置不同的目标函数。本文分别考虑三

种目标函数：①最大化全国的实际GDP式(29)；②最

大化全国的居民福利式(30)；③最小化全国的Gini系
数式(32)。最优土地配置本质上是一种反事实模拟，

其核心思路是基于2012年的均衡，在给定2013-2017
年新增的土地总量下，进行了100万次随机分配，依

据不同的目标函数获得最优的土地配置策略。⑩

注：所有影响均以百分比变化率度量。

表1 2013-2017城镇建设用地增加带来的影响 单位：％

真实情况

平均分配

最优分配

等面积分配

等比例分配

最大化GDP
最大化总福利

最小化区域人均收入差距

GDP
2.3138
3.3545
2.4470
5.2569
5.1450
1.6129

总福利

2.5712
3.2899
2.6356
4.5785
4.6200
2.0073

区域差距

-0.7294
2.0856
-0.1339
8.2358
7.4496
-2.5004

房价分化

1.2324
-6.4274
-0.2446
-8.5328
-9.5392
3.1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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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组不同的最优土地配置对经济的影响结果在

表1中展示。此外，图3展示了两个最优标准的排序

结果：一是依据对GDP的影响排序，对GDP提升效

果越强的配置方式排名越靠前；二是依据对区域人

均收入差距的影响排序，对降低区域差距效果越强

的配置方式排名越靠前。可以看到，提升GDP效果

越强的土地配置方式，也越能提高总福利，同时也越

能降低区域间的房价分化程度，但会放大区域间人

均收入差距；而抑制区域间人均收入差距效果越强

的土地配置策略，提升GDP和总福利的效果越差，同

时会导致区域间房价分化程度加强。因此，并不存

在一种最优土地配置策略，既能提高GDP又能缩小

区域人均收入差距，图3再次揭示了土地配置在“效

率”与“公平”之间难以两全的事实。

更深入的问题是，最优的土地配置策略是如何

在各省份之间进行土地配置的。图4以最大化实际

GDP为例，对比了最优情况和真实情况在各省份之

间的土地配置，并按照最优标准下不同省份获得的

土地面积进行排序。可以看到，最大化GDP的土地

供给，是保证北京、上海、广东、浙江等省份获得更多

的土地供给，同时令其他省份获得较为均匀的土地

供给(见图 4(a)的深色柱，湖南之后的各省份土地分

配“高度”是较为一致的)。此外，最大化GDP的土

地供给，相对于真实的分配情况，对房价的最大影响

在北京和上海。最优的土地供给，使得北京和上海

的房价相对于真实房价大大下降，但对其他省份的

图4 最优策略下土地的区域间配置
注：给定2013-2017年土地供给总量；其中，实际房价由模型均衡内生算出，并非实际数据，没有单位。

图3 不同土地分配下GDP、福利、区域差距、房价分化的关系
注：基于2002年的均衡，给定2013-2017年土地供给总量，一百万次不同的土地随机分配下的结果。深灰色为按对GDP的影

响降序排列，浅灰色为按对区域差距的改善作用降序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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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各省份分别降低人口流入成本后的经济影响
注：基于2012年的均衡，每个省份的人口流入成本分别降低10％，按影响大小在图中降序排列。

房价影响不大(见图4(b)，上海之后的各省份房价，深

色柱与浅色柱高度较为一致)。
图 4赋予了本文更丰富的结论。如果以最大化

效率为目标，应对东部发达省份配置更多的土地，这

并不意味着走向另一个极端，即对中西部省份配置

过少的土地。最优的土地配置策略应当是，在保证

东部发达省份获得足够土地的同时，对其他省份配

置均匀且适量的土地。此外，最优的土地配置策略

在房价的影响上，主要体现在明显抑制了北京和上

海的高房价，却对其他省份的房价影响不大。其中，

部分原因是因为在一般均衡的框架下，上述最优的

土地配置促进了人口向东部地区流动，对其他省份

房价的潜在升高趋势起到了反向的抵消作用。因

此，在偏向东部地区的土地配置中，并不需要过度担

心中西部省份土地供给过少而面临房价飙升的问

题，因为东部地区在获得土地后会进一步增加经济

势能并吸引人口流入。真正应该考虑的是，当人口

无法充分流动时，偏向东部地区的土地配置难以保

证中西部省份居民人均收入的提高。

五、政策分析

如果仅依靠土地配置这一个政策手段，将无法

兼顾“效率”和“公平”的双重目标。在这一两难境地

下，结合“新发展格局”的政策内涵是有益的参考方

向。“新发展格局”的要义，在于生产、分配、流通、消

费等环节更多依托国内市场，形成国民经济良性循

环。这一概念至少包含两个内涵：一是生产要素的

配置优化；二是产品和服务的流通。在生产要素的

配置优化上，本文提出“土地配置与户籍制度改革结

合”的政策建议；在产品和服务的流通上，本文提出

“畅通国内贸易”的政策建议。

1.将土地的空间配置与人口流动相结合

区域间的总量差距并不是阻碍区域均衡发展的

核心，降低区域间人均收入差距才是区域均衡发展

的根本目标。区域间人均收入差距的存在，究其根

本，在于户籍制度使人口流动受到了限制，这不仅扭

曲了劳动力资源的配置效率(梁琦等，2013)，更扩大

了区域间的收入差距(陆铭等，2015)。从模型均衡得

到的 2012年人口流动成本看，人口流入最开放的省

份是广东，而同样作为人口流入重要区域的北京和

上海，其人口流入平均成本约为广东的1.6倍。当劳

动力要素可以自由流动时，区域间的人均收入差距

将自然抹平。这一思路为实现“效率”和“公平”双重

目标提供了可能，即倘若土地和人口同向聚集，不仅

能优化资源配置，还能降低人均收入差距。

基于此，图5进行了降低人口流动成本的反事实

政策模拟，考察不同省份分别将人口流入成本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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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后带来的影响。具体讲，当考察某一固定省份 j
时，户籍在其他省份 k的人口迁移至省份 j的成本

(μkj)-1降低 10％(k≠j)。图 5中不同的影响指标，同样

为政策变化后带来的全国GDP、总福利及区域间人

均收入差距的百分比变化，并依据不同指标将各省

份分别的模拟结果降序排列。可以看到，放松北京、

上海、广东、浙江等东部发达省份人口流入的管制，

对缩小区域间人均收入差距作用最明显。当这些省

份获得更丰沛的劳动力后，资源配置效率得以改善，

全国GDP出现明显上升，国民总福利也出现明显上

升。而其他省份放松人口流入管制的效果则不明

显，甚至还可能会导致人口的逆流，加剧劳动力资源

错配现象，在降低GDP、总福利的同时扩大区域人均

收入差距。

图5虽可以用于直观地比较和理解，但其得到的

具体数值却不具备任何定量含义。为了进行可信的

量化分析，本文参考王丽莉和乔雪(2020)，在反事实

实验降低人口流入成本时，寻找一个参照点，而不

是随意将人口流入成本降低一个数值。具体讲，本

文针对北京、天津、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广东、海

南这八个东部和南部沿海的人口流入省份，将其人

口流入成本(μkj)-1按人口流出地 k分类，分别降低至

省份k的人口流入其他省份的最低流入成本。

表2展示了上述反事实情况相对于2012年均衡

的变化。可以看到，降低东部、南部人口流入省份的

迁入成本，可进一步促进劳动力的聚集，不仅带来实

际GDP和总福利的提升，更降低了区域间人均收入

差距。由于涉及人口和劳动力的再配置，与民生和

收入分配紧密相关，反事实对总福利和Gini系数的

改善尤为明显，新均衡对总福利的提升高达35.53％，

对Gini系数的降低达20.51％。需要强调的是，由于

实际GDP中的综合物价指数考虑了房价，如果剔除

人口集聚对房价的影响，仅用最终品价格度量总物

价，那么新均衡中实际GDP的提高会更为明显，不再

是1.47％，而将高达4.63％。

需要注意的是，尽管劳动力向东、南部发达省份

流动，会提高劳动力的资源配置效率，也会降低区域

人均收入差距，但将不可避免地推高发达省份的

房价。如表 2所示，新均衡下房价分化程度扩大了

26.22％，这主要是由东部、南部发达省份房价提高导

致的。在一般均衡效应下，房价的上升将在一定程

度上阻碍人口的充分流动，部分抵消放松人口流入

后的改善效果。针对这一难题，需要同时向东部发

达省份配置更多的土地，提高东部的人均土地面积

和人均居住面积。

表 2同时展示了引入最优土地配置的反事实实

验，以及将人口流动和土地配置相结合的反事实实

验。无论是向东部、南部沿海发达省份配置更多土

地，还是令其吸引更多人口，均能促进总体效率的改

善(GDP、总福利)，但也有各自的掣肘之处：单独向东

部地区配置土地会扩大区域人均收入差距(8.24％或

7.45％)，而单独向东部地区配置劳动力会扩大区域

间房价的分化(26.22％)。当两个政策相结合时，对

总体效率的提升出现了相辅相成的促进效果，总体

注：所有影响均以百分比变化率度量。

表2 人口流动与土地的空间配置相结合比较分析 单位：％

东部、南部人口流入省份降低迁入成本

最大GDP 的土地配置

上述两个政策相搭配

东部、南部人口流入省份降低迁入成本

最大福利的土地配置

上述两个政策相搭配

GDP
1.4730
5.2569
8.0951
1.4730
5.1450
7.8064

总福利

35.5279
4.5785
44.7407
35.5279
4.6200
47.1327

区域差距

-20.5132
8.2358

-13.7874
-20.5132
7.4496

-13.5041

房价分化

26.2218
-8.5328
18.0809
26.2218
-9.5392
16.3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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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明显大于各自效果的叠加，例如，人口流动与

最大化福利土地配置对总福利的影响：1+47.13％≫
(1+35.53％)×(1+4.62％)。此外，两方面政策也相互

弥补了对方的短板，向发达地区配置土地缓解了人

口过度聚集导致的高房价问题(18.08％ vs. 26.22％
或 16.39％ vs. 26.22％)，推动人口流动则缓解了向

发达地区配置导致土地的区域间人均收入差距问

题(-13.79％ vs. 8.24％或-13.50％ vs. 7.45％)。
因此，只有将土地空间配置的优化与户籍制度

改革进行搭配，推动土地资源和人力资源的同向聚

集，才能实现相辅相成的效果，同时达成提升总体效

率、缩小区域人均收入差距、稳定发达地区住房价格

等多重目标。

2.畅通国内贸易推动内循环

从更广阔的视角看，区域协调发展和新发展格

局需要在国内形成统一的要素市场和产品市场。因

此，不仅应促进要素(土地、劳动力)的循环与流动，还

应同时促进产品与服务的贸易。

一直以来，对外贸易是拉动中国各省份经济发

展的主要驱动力，而国内省际贸易仍有较大的发

展空间。依据李善同 (2018)编制的地区投入产出

表，2002年、2007年和 2012年，各省份卖到省份外

的(中间)产品与服务中，出口至国外的占比分别高达

32.02％、34.77％、26.30％，卖给国内其他省份的占比

则分别为 67.98％、65.23％、73.70％。换句话说，各

省份每卖出3单位(中间)产品，就有约1单位(中间)产
品是出口至国外的。

事实上，中国内部市场存在着较强的分割现象

和地方保护主义(Young，2000)，尽管部分学者发现国

内市场存在潜在的整合趋势(白重恩等，2004；桂琦

寒等，2006；陈敏等，2008)，但这些现象在当今仍然

显著存在(张宇，2018；张昊，2020)。此外，国内贸易

和出口贸易存在一定的联系，国内市场的分割潜在

导致了中国出口的扩张(朱希伟等，2005；张杰等，

2010)，而对出口的依赖又可能会加剧国内市场的分

割(陈敏等，2008；陆铭和陈钊，2009)。
基于此，本文拟考虑不同区域降低贸易成本γkj

带来的改进作用。基于 2012年的均衡，表 3分别考

察了国内省际贸易和对外进出口贸易的成本降低后

带来的影响，国内和国外贸易均区分了进口和出口

(即降低卖出产品的成本和降低买入产品的成本)，此
外国内贸易还区分了东部、中部、西部地区。

(1)通过降低国内贸易成本带来的GDP和福利改

进，远高于降低国际贸易成本带来的改进。需要强

调的是，表3国内贸易部分是从东部、中部、西部分别

考察的，国际贸易部分是针对全国的。倘若国际贸

易也从东部、中部、西部分别考察，得到的GDP和福

利改进将更小。因此，当前进一步促进对外贸易的

额外收益并不大。而在“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的

对比中，显然应当以国内大循环为基础。

表3 降低10％的区域贸易成本带来的改进作用 单位：％

国内贸易

国际贸易

进口成本降低

出口成本降低

全国进口成本降低

全国出口成本降低

东部省份

中部省份

西部省份

东部省份

中部省份

西部省份

GDP
1.7738
0.5738
0.6163
1.9236
0.5602
0.4698
0.6470
0.1307

总福利

1.7047
0.7395
0.7464
1.9184
0.6896
0.5747
0.6481
0.1234

区域分化

3.7698
-0.9985
-1.2101
3.1929
-0.6674
-0.9942
1.1468
0.3544

房价分化

2.8308
-0.2813
-0.3888
2.9024
-0.2387
-0.4989
1.2111
0.3089

注：所有影响均以百分比变化率度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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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国内贸易中，分东部、中部、西部分析。东部

地区基于较为雄厚的经济基础，降低其国内贸易成

本带来的全国GDP和总福利改进明显较高，但也不

可避免地将扩大区域人均收入差距，也将进一步抬

升东部地区的房价。针对中部、西部地区，降低其国

内贸易成本不仅能带来全国GDP和总福利改进，还

能降低区域人均收入差距和区域房价差异。需要说

明的是，针对不同地区降低贸易成本，并不涉及如土

地等资源的竞争性分配。尤其是在当前的背景下，

主要的国内贸易成本来自制度环境，而非交通等客

观硬件条件(范欣等，2017；张宇，2018；张昊，2020)，
同时降低东部、中部、西部各区域的国内贸易成本并

不互斥，不存在排他性的选择难题。

(3)对比国际贸易中降低进口成本和降低出口成

本带来的影响，可以发现前者带来的GDP和总福利

改进更为明显，而后者仅为前者的 1/5。可见，尽管

出口是改革开放以来拉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

驱动力，但其驱动作用在不断减弱。“国际循环”要求

持续扩大对外开放，但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应摆脱单

纯对出口的依赖，并以开放的胸怀吸引全球资源要

素和产品的进入，形成参与国际经济合作与竞争新

优势。

需要注意的是，表3将所有地区的贸易成本降低

相同比例，但是东部省份的进口和出口成本都已经

较低，进一步降低贸易成本的空间可能并不大。相

比较看，中部、西部省份的贸易成本颇高，平均对内

贸易成本比东部省份分别高 5.94％和 9.79％，其中，

青海对国内其他省份贸易成本甚至高于全国对海外

的平均贸易成本。因此，着重对中西部省份降低贸

易成本应当成为相关政策的发力重点。

六、结论：优化国土空间布局，统筹构建新发展

格局

“优化国土空间布局、推进区域协调发展”是“十

四五”时期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点任务，这不仅

是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更是实现“双循环新发展

格局”的重要途径。在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影响下，

中国城镇建设用地供给自2003年起逐步向中西部省

份倾斜，东部的土地供给则逐步受到压缩。这一土

地配置趋势明显地缩小了区域差距，但也潜在地带

来了资源错配，并抬高了东部地区的房价和劳动力

成本。量化空间模型可以较好地刻画中国区域经济

的发展趋势。本文基于这一框架对不同的新增建

设用地指标区域配置策略进行量化分析。研究发

现，最大化GDP的方式倾向于对东部发达省份配置

更多的土地，这一策略同时可以抑制东部城市的房

价，但不可避免地扩大了区域间人均收入差距；最

小化区域间人均收入差距的方式，却难以显著提高

GDP。中国现实情况中的土地配置方式，在“效率”

和“公平”上找到了一个良好的平衡点，既实现了

GDP和总福利的显著提升，又明显缩小了区域间人

均收入差距。

基于此，本文认为，仅靠调整国土空间布局难以

实现“效率”和“公平”的双重最优目标。构建“新发

展格局”，应当借助多维度政策工具。

(1)将国土空间布局的优化与户籍制度的改革相

结合。无论是向东部发达省份配置更多土地，还是

引导更多劳动力流入，都是把资源配置在边际生产

率更高地区的优化路径。同时，由于前者将潜在扩

大区域人均收入差距，而后者将潜在提升东部地区

房价上涨压力，只有将二者结合，推动资源和人口的

同向聚集，才能相辅相成，克服彼此的政策短板。因

此，应增强土地管理的灵活性，建立跨区域土地指标

交易机制；推动户籍制度改革，放宽落户限制，推动

外来人口公共服务均等化，提高城市管理水平；完善

新增建设用地与转移人口挂钩政策。

(2)推动国内统一大市场的实现。国内大循环和

扩大内需是“双循环”发展格局的战略基点。然而，

在中国内部市场中，无论是要素与人口，还是产品与

服务，都仍然存在流动不畅的问题。尽管中央政府

一直在推动市场整合，但体制机制障碍仍然没有得

到根本消除。因此，贯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

节，打破行业垄断和地方保护，降低全社会交易成

本，形成国民经济良性循环，就变得尤为迫切。

(3)转变政府职能，完善地方政府激励机制。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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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的“区域均衡发展”主要专注于“总量的均衡”，这

与地方政府追求GDP总量的内在激励不谋而合，综

合导致了土地等资源的错配和人口向东部地区流动

的受限。此外，地方政府是土地制度、户籍制度改革

的直接执行者，其激励的扭曲将不可避免地影响区

域房价水平、公共服务水平和要素与产品市场化水

平。因此，应转变思路，转而追求“区域间人均水平

的均衡”，在地方官员考核机制中用人均GDP、人均

可支配收入等人均指标取代总量指标，同时将人均

居住面积、人均公共服务资源及人民满意度等民生

福利指标纳入考核体系。

实现高质量发展，构建新发展格局，亟须通过顶

层设计统筹推进各项改革，以优化资源配置效率和

缩小人均差距为中心，统筹推进土地、户籍、财税、市

场改革，完善地方政府激励机制，构建现代化治理体

系。需要指出的是，为了更加全面深入地研究这些

措施的作用机制，本文模型还存在很多改进和拓展

空间，例如，未来可引入更丰富的地方政府动机与行

为、多层级的财税体系和政府博弈、能体现中国现实

的市场摩擦和市场分割的机理。

感谢第三届“中国发展经济学前沿”学术研讨会

与会专家的点评和建议，感谢匿名评审专家和编辑

部的宝贵意见，当然文责自负。

注释：

①2004年国务院发布了《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

管理的决定》(国发[2004]28号)，将土地管理正式定位为国家

宏观经济管理的重要手段。

②依据财政部公布的数据，西部省份获得的中央补助收

入占其GDP比例从1999年的不足8％攀升至2009年的16％，

中部省份的相应比例从 1999年的不足 6％攀升至 2009年的

11％，而东部省份的相应比例在 1999 年至今一直保持在

3％—4％的水平。

③当东部地区的用地成本和用工成本较高时，部分文献

认为劳动密集型产业将迁至中西部地区。但陆铭等(2019)认

为，在全球化视角下，劳动密集型产业更可能会迁至东南亚国

家，而中西部地区承接的有不少是高污染、高耗能产业。

④与私人物品不同，公共物品可以在一定范围内满足多

个个体同时享用而不互相影响，如公路、环卫等，χ越小意味

着公共物品的排他性越弱。

⑤求解过程参见《中国工业经济》网站(http://ciejournal.
ajcass.org)附件。

⑥详细构建和推导过程参见《中国工业经济》网站(http://
ciejournal.ajcass.org)附件。

⑦与地方政府实际GDP的计算不同，在全国实际GDP的

计算中，采用了消费品价格和房价的复合指数。这一方式遵

循了经典文献的传统做法。经检验，无论是仅采用消费品价

格，还是采用消费品价格和房价的复合指数，对本文核心结论

没有影响。但不同的方式对量化结果的数值存在一定影响，

详见本文对表2的分析。

⑧本文通过三组反事实检验，分别验证了土地供给、人口

流动、生产率差异对房价分化的影响，具体内容参见《中国工

业经济》网站(http://ciejournal.ajcass.org)附件。

⑨图 2展示的反事实分析存在一个潜在问题：每个省份

的城镇建设面积原本差异较大，例如，上海的原有城镇建设面

积远远小于广东，同样对上海和对广东增加一千公顷土地面

积后，得到的对比结果可能有失公允。本文考察了不同省份

分别增加自身建设用地面积 1％后的影响，省份次序稍有变

化，但主要结论与图2一致，具体内容参见《中国工业经济》网

站(http://ciejournal.ajcass.org)附件。

⑩需要强调的是，本文求解最优的方式并非基于 Su and
Judd(2012)等文献中常用的MPEC方法，该方法在本文试图求

解最小Gini系数问题时，存在不收敛现象。退而求其次，本文

通过随机模拟方式挑选最优，过程详见《中国工业经济》网站

(http://ciejournal.ajcass.org)附件。

这一结论对最大化总福利的最优土地配置也是一样的。

王丽莉和乔雪(2020)进行了三个反事实实验：一是将一

线、二线城市的劳动力迁入成本降低至三线城市迁入成本的

平均水平；二是将各级城市的平均迁入成本降低至深圳和东

莞的平均迁入成本；三是将城市迁入成本降低至农村非农业

部门的平均水平。

例如，湖南人口流出时，迁移成本最低的目的地是广

东，那么在反事实实验中，则令湖南人口迁入北京、天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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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江苏、浙江、福建、海南的迁入成本均降低至其迁入广东的

成本。总体看，广东的平均流入成本最低，对于大多数人口流

出地，其面临最低迁移成本的目的地往往是广东，因此在反事

实实验中，大多数的迁入成本调整是降低至了广东的水平。

促进人口的流动和聚集，也往往伴随着其他政策成本和

社会成本。典型的成本之一是会导致“大城市病”的城市管理

难题。本文从人口聚集的社会成本和公共服务效率的角度展

开了初步讨论，具体参见《中国工业经济》网站(http://ciejournal.
ajcass.org)附件。

如果将视角从中间品贸易切换到增加值和最终品贸易

上，依据北京大学杨汝岱团队的测算，国内省际贸易占全部贸

易的比例仅为10％—20％。

本文将各省份的贸易成本均降低至北京的水平，进行了

反事实分析，参见《中国工业经济》网站(http://ciejournal.ajcass.
org)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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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tial Allocation of Land and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Quantitative Spatial Equilibrium

Zhao Fuyang Chen Binkai

Abstract：Optimizing the spatial allocation of land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achieving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and a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Since 2003, the allocation of urban construction land supply has gradually tilted to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provinces, while the land supply in eastern provinces has gradually been compressed. This
land allocation trend has obviously narrowed the regional gap, but it has potentially led to resource misallocations and
soaring housing prices in the eastern region. Based on the quantitative spatial model, this paper matches the regional
data to a general equilibrium framework, which could well replicate the fact of the differentiation in housing prices
among regions. We use this framework to quantitatively evaluate the effect of regional land allocations. Firstly, under
the investigation of the optimal land allocations, we find that the way to maximize GDP tends to allocate more land to
the eastern developed provinces. But this allocation strategy inevitably expands the per capita income gaps between
regions. In addition, the way to minimize the gap in per capita income between regions is difficult to increase GDP
significantly. Secondly, this article finds that the real land allocation in China has found a good balance between "effi⁃
ciency" and "fairness", which not only achieves a significant increase in GDP and total welfare, but also significantly
reduces the regional per capita income gap. Finally, in response to the dilemma of "efficiency" and "fairness" in land
allocation, we take the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into consideration. Based on the policy simulations, this paper proposes
two policy suggestions: one is the combination of the land allocation and household registration system reform, while
the other is the unblocking of the domestic trade to boost the internal circulation.

Key words：spatial allocation of land; region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quantitative spatial model; new devel⁃
opment patte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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